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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冷战后欧美跨界族群的研究 

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孙  雁1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自然面临复杂的跨国族群问题。这即给跨界交流合作

增加了机会，又给边疆稳定及和平共荣带来挑战。本文将综述冷战后欧美有关跨界族群研究，并

它们对思考和处理中国相关问题的启示。 

 

引言 

 

冷战结束后，全球诸多地区出现了族群冲突，国家解体，国民四分五散的现象。尤其在东欧

和后苏联各国，新老国家的重组过程中遗留或产生了许多跨界民族。跨界民族这一似乎不属于国

际关系研究的题目，也随之成为该领域的瞩目议题。 近年来欧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跨界族群是否增加分裂主义或内战危险这一焦点上。同样受关注的还有跨界民族的亲属国（或

称祖籍国）及东道国（即居住国，国籍国）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多重国籍引起的治外法权问题，

跨界族群的国家认同等议题。 

跨界民族指相邻两国里均有的族群，其格局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居住国为少数，在邻国为多

数族群；比如越南泰国缅甸的华人，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和朝鲜族，中国南方泰语系的一些少数民

族，中亚各国的俄罗斯族。二是在跨界两国均为少数族群；如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中

国和尼泊尔的藏族，中国和缅甸的掸族和景颇族。三是在跨界两国均为多数族群；如南北韩国，

东西德国，曾经的南北越南。有的西方学者把中国大陆与台湾也归于这一类。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自然面临复杂的跨国民族与族群问题。这即给跨界交流

合作增加机会，也给边疆稳定及和平共荣带来挑战。比如外蒙古对中国所谓“复国主义”的担心

影响了中国在蒙古的投资；中国对南韩个别“领土收复主义”言论的戒心影响了南韩在延边的深

入投资；中国对“三种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的忧虑影响了新

疆主要族群与邻国进行经贸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机会，维吾尔族公民甚至很难申请出国护照；跨界

族群在中缅边界的分裂战争影响到中国边境的安全和正常贸易活动。此外，一些跨界族群成员把

孩子送到亲属国求学，有的退休后到亲属国兼职，有的享受部分公民权待遇，这也引起国内一些

学者和官员对他们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忠诚”产生怀疑。有学者甚至认为，一旦南北韩统一后，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必起分裂思潮以求统一。 

本文将综述近年欧美有关跨界族群的研究，并点评它们对理解和处理中国相关问题的启示。

这些研究结果对中国来说是乐观的：跨界民族并不增加分裂主义的危险；中亚各国在独立后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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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少数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族）保持了节制和理智的政策，从而避免了进一步的分裂运动和内战；

跨界民族的治外法权利弊参半；跨界民族的多元认同并不损害国家主权。总之，跨界民族对边疆

发展和和平共荣利多弊少。 

跨界民族是否增加分裂主义和内战的危险？ 

 

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的观点，将原因归咎于“动机”与“机会”这两大方面。 

从动机上看，首先是“领土收复，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情感。著名的民族学学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指出，“人民的意愿”在近代被广泛定义为国家主权与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因此被统治

的少数民族通常对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民族抱有不满（1983：1）。如果这个少数民族正好在跨界

有掌握国家机器的亲属国，而后者同时也有民族统一的抱负，则会出现政治学家 Myron Weiner

（1971）所说的“马其顿现象”：即跨界少数民族、亲属国、东道国这三方力量形成两股极端民

族主义势力，相互刺激与相互对峙；而两国的政客们又借机以“分裂”与“反分裂”的名义要么

煽风点火，要么采取干涉政策，造成边境两边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不少实证研究也证实，跨界

族群对分裂运动的确有催动作用（Gleditsch 2007; Saidman and Ayres, 2000; Saidman 1997 and 2001; 

Cederman et al. 2009） 。 

第二种动机来自亲属国民众对跨界侨胞的同情。比如侨胞在邻国里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落

后，而一旦他们发起了反抗运动，自然会得到亲属国同胞的支持（Woodwell, 2007；Mousseau 2001；

Hegre et al. 2001; Sambanis 2001）。如果亲属国是民主国家，政客们会出于民意和选票的考虑对邻

国采取干预政策，以赢得本国民众的支持（Saidman 1997; Holsti 1996) 。即使在非民主国家，专

制者也可能出于内政压力而支持跨界同胞反抗当地政府的运动（Partell and Palmer 1999；

Woodwell 2007）。 

第三种动机与亲属国的国内政治需要或对外政策的战略利益有关。比如跨界领土内资源丰富

或地缘位置重要。有学者认为，亲属国不会轻易为了跨界同胞而与邻国交战，但出于国内政治或

国际地缘政治的需要，则可能借此谋取更大的实际利益 （King and Melvin 1999/ 2000)。 

第四种动机源于分裂后新建国家的激进民族主义政策。由于这类国家往往担心境内少数族群

仍然忠于原有的祖国，因而特别地限制他们的政治和自由空间。这一政策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反

而激起少数民族的分裂情绪并得到其原祖国的支持，从而引起新一轮的族群冲突 （Brubaker 

1996）。实例主要是前南斯拉夫分裂后新建立的几个国家（Cederman et al. 2009）。  

跨界族群导致分裂主义运动的“机会”方面，欧美研究认为关键在于该族群拥有的资源与组

织能力这两点（Cederman et al. 2010）。如果跨界少数族群在亲属国为多数民族，并掌握国家机器，

其分裂运动便可能获得最需要的资源，如资金、武器、军事培训、军事基地、外交援助 （比如

为跨界民族争取国际上对其自决权的承认）。分裂运动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得到这些

资源 （Gleditsch 2007）。其他重要的资源包括一定的人口规模，聚居地离东道国的政治中心有较

远的距离，以及崎岖的地理条件（Cederman et al. 2009）。 

以上有关“动机”和“机会”的论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解体以后，

一些新建国里又出现了的进一步分裂运动。比如没有塞尔维亚的支持，波黑境内的塞族可能不会

发起分裂运动。然而这些主要着眼于跨界族群的论点不免以偏概全，不能解释当今世界上其他许

多相反的现象。 

比如在后苏联的新建国里，滞留在当地的俄罗斯人并没有进行分裂主义运动。为什么？按理

说他们的人口在当地占相当比例，背后又有强大的亲属国（俄国），发动分裂的“动机”和“机

会”都应该充足。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发起分裂战争，反而大多数还相当地平静（Cederman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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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上争取独立的少数族群，大多数恰恰没有自己的祖籍国？他们或生存于相邻的两

个或更多国家的边境之间，而这些都不是他们的祖籍国；如分散于两伊、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库尔

德人，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人，北非多国之间的图阿雷格人。他们或者聚居于某

国境内的一个区域，但邻近没有亲属国，如印度南部和东北部诸多的地方性独立运动。 

许多分裂运动由于各种外援而得以坚持，但那些外援并非来自亲属国或跨界同胞，况且它们

往往也没有亲属国。如菲律宾摩洛人的独立运动得到利比亚、马拉西亚及“国际圣战”战士的援

助；印度北部曼尼普利邦的独立运动得到了非亲属邻邦阿萨姆邦和那加兰邦的支持；未被国际承

认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已得到 80多个国家的支持，并早在 1984 年就加入非洲统一组织；

马里境内图阿雷格人的分裂运动得到西非和北非基地组织的指挥（Nagle 2013）；而西藏流亡政府

则长期得到印度和西方国家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此外，同族的跨界民族之间也有分裂运动或族际冲突，如大陆与台湾、南韩与北韩。由于它

们之间的分歧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其纠纷更加不可调和（Woodwell 2007）。如果一般族

群纠纷可以通过各方权益的合理配置而协调，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则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

争。 

跨界亲属国是否有缓和分裂主义和内战的作用？ 

一些学者因此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亲属国在许多情况下不但不会加剧跨界同胞的分裂运

动，反而会起到抑制的作用。他们强调的原因主要如下。 

首先，“领土收复主义”作为一个理念和政策已经过时，公开坚持这一事业的国家已经不多。

极少数不放弃统一大业的国家现在也强调和平手段，而不是武力（包括中国对台湾的立场）。至

于过时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领土收复主义”不但在军事上极少成功，在过程中给国内造成毁

坏，还在国际上失去道义。有的学者认为民主制度里尊重民意的理念也起到遏制民主国家之间开

战的作用，而走上领土收复道路的国家往往是专制政府（Nagle 2013）。但“民主和平”这一理论

似乎更适用于成熟的民主国家，因为冷战后许多种族战争都发生在新兴民主国家里。 

亲属国还有其他抑制侨胞分裂活动的动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已成为世界上广泛接受的国际

法则，因此极少有国家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邻国挑动分裂性的反政府活动（Ambrosio 2001）。

在实际利益考虑上，亲属国一方面会担心邻国及其盟友的军事报复，另一方面也会害怕跨界同胞

的暴力活动会波及本国领土（Horowitz 1985）。 

无论政治制度如何，亲属国遏制而不是鼓励跨界同胞以暴力争取统一的实例的确很多。爱尔

兰坚决反对北爱尔兰分裂势力（IRA）以暴力争取统一，以防止其对爱尔兰本身的安全造成危害。

当英国威胁要抛弃北爱尔兰时，爱尔兰政府还请美国出面劝说英国留下来（Bew 2007: 516-18）。

2001 年阿尔巴尼亚政府也曾请求北大公约组织帮助阿国巡逻与马其顿的边境，目的是防止跨界

同胞在边界组织对马国的袭击（Phillips 2004）。塔吉克斯坦政府拒绝支持跨界侨胞在乌兹别克斯

坦的分裂运动，从而限制了侨胞与乌国政府武装对峙的能力（MARP）。马来西亚不支持泰国境

内马来族人希望与马国统一的呼吁。中国对缅甸境内几个跨界同胞（果敢汉族、景颇族、掸族）

的独立运动也未予理睬。  

亲属国与跨界同胞之间松散的关系与认同感，是亲属国抑制侨胞进行分裂活动的又一原因。

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成长背景不同，次文化不同，政见分歧，经济利益冲突，经历上的隔

膜等等（Caspersen 2008; Nagle 2013）。中国对缅甸境内同胞的态度是一个冷漠亲属国的典型例子，

港台一些居民对中国的模棱认同是冷漠侨胞的实例。韩国国民对其境内来自中国的同胞，也因就

业竞争、福利政策、社会地位、文化差异等实际问题而打折扣（Freeman and Thompson 2011）。

因苏联解而被分离到俄罗斯以外各国的俄罗斯裔，并未发动回归祖国的分离运动。相反，他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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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多数没有强烈的俄罗斯认同感，出于实际考虑而继续留在东道国。 离开当地回到俄国的侨

民，也多是出自经济状况的考虑（King and Melvin: 123）。 

最重要的是，亲属国（尤其是有一定实力的）可以利用各种资源为跨界同胞提供保护，从而

缓和其分裂意向。在主权国家的功能方面，亲属国可通过外交渠道敦促东道国尊重跨界同胞的权

益，通过国际组织让跨界同胞的遭遇受到国际关注，通过充当调停者使跨界同胞有机会参与东道

国政府的决策过程，通过贸易关系增加三方之间的来往合作，甚至可以通过提供双重国籍为侨胞

提供保护。在财力支持方面，亲属国可为跨界同胞提供资金建立文化教育机构，创造就业机会

（Nagle 2013）。          

最后，一个强大的亲属国和有一定规模人口的跨界少数族群对东道国本身也有威慑作用，从

而促使其善待该民族，使它们的关系免于恶化到内战的一步。鉴于这一点，有的学者修正了他们

以前认为人口规模很大的跨界民族更容易走上分裂道路的观点。经过新的研究，他们认为当跨界

民族的人口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便对东道国有抑制作用。东道国会注重他们的权益，从而缓和分

裂主义（Cederman et al. 2013）。 

 

跨界族群的治外法权问题 

 

东欧及后苏联地区诸多国家的解体和重组，也把复杂混乱的侨民问题推到各国政府的议程

上。对已经分裂的国家，如何保护流散于各个新建国家的侨胞？对那些没有分裂的国家，边界的

重组也使他们中有的拥有了新的邻国和跨界同胞，有的则对曾经失去的故土和同胞抱起了回归的

幻想。在此背景下，多国的共同对策是授予境外侨胞双重国籍或部分公民权。然而这一做法又牵

涉治外法权，有曲线“复国主义”的嫌疑，带来新的冲突。跨界民族的双重国籍在中国也是个敏

感问题，尤其在延边和新疆/哈萨克斯坦边界。 

1989 后，为境外和跨界同胞授予公民权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有俄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

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授予部分公民权（各种福利和优惠政策）的有立陶宛、斯洛文尼

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塞尔维亚。提供法律保护和侨民

援助的有克罗地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Pogonyi 

et al. 2010)。 

现实里，各国上述政策的动机和效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令人担忧。比如叶利钦于 1992

年颁发的“俄罗斯联邦境外俄罗斯公民的权益保护法”，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非民族认

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感一度迷惘，右翼的民族主义党派与左翼的新共产党又乘

机攻击叶利钦政府抛弃了俄罗斯境外的同胞。1991 年后俄罗斯政界和舆论界逐渐有了共识，即

新的民族认同将建立在这一概念上：俄罗斯是境内外俄罗斯人共同的祖国，是一个对境外俄罗斯

文化群体有责任的国家。1992 年末叶利钦政府同意给任何在俄罗斯境内出生及任何未获取其他

国家公民身份的个人授予公民身份，中央政府并开设了专门机构，办理入籍迁移手续（Melvin 1996: 

10；King and Melvin 2013:120）。然而，如果境外侨民问题没有成为反对派攻击叶利钦的政治工

具，也许俄罗斯不会有这些政策。   

同样，从后苏联各国回归到俄罗斯的侨民，也并非出于文化和民族的“认同感”。回归潮集

中在苏联解体初期的前五年，到 1996 各国内政稳定以后年开始不断下降。总共人数 200 多万，

占所有后苏联国家里俄罗斯侨民的 10%左右。他们离开的大多是相对贫困的中亚国家。如塔吉克

斯坦、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分别流失一半或近一半的俄裔，哈萨克斯坦也失去三分之一的俄裔。

其中哈国对俄裔的权益保护甚好，因为哈国独立时俄裔在该国的人口总数稍胜于哈族。但相当规

模的俄裔仍选择离开这里，说明了经济因素的重要（King and Melvin 2013: 123; OKA 2007）。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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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俄裔回归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东道国境内的武装冲突，比如近半的俄裔离开了格鲁吉亚。但大批

非俄裔的其他族群也同样选择离开境内有内战的国家，也说明了认同感不是重要因素。 

中国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当年被迫独立时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唯一的一个命名少数民族未

占多数的民族自治区（1989 年哈萨克人占 39.7%）。为了提高哈萨克族的人口比例，哈国政府于

1992 年实行了一系列吸引侨胞归国的优惠移民政策，包括提供住房和失业津贴。前 5 年间有 15

余万侨胞回归，其中大部分来自前苏联重组后的各国（55%）和蒙古（40%），也有几百人从中国

回归。哈国政府鼓励归侨在哈萨克族人较少的地区安家，但在这些地区却不能提供良好的社会服

务、就业机会和住房，致使不少归侨失望。90 年代哈国制定的侨胞回归配额一般只用完三分之

二，而且到 1995 年已有 5%的归侨离开哈国（King and Melvin, 129）。 

哈国政府在大力引侨归国的同时，又不得不担心输送国也关注他们在哈国境内同胞的权益，

尤其是俄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为避免这一点，哈国在宣传上着意把来自土耳其和蒙古的侨胞描写

成典型的回归侨胞。但事实上从土耳其回归的同胞数量甚少，还常埋怨哈国的生活条件不如土耳

其。来自蒙古的侨胞则怀念他们的草原生活（King and Melvin 129-130; OKA 2007）。哈国境内有

新疆以外最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地，约 15 万余人，占该国人口的 1.4%。哈国独立后他们不再享受

苏联时代的优惠民族政策。为了防止他们争权益，也更为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哈国政府积极与

中国政府配合抑制泛维吾尔分裂主义。出于在异国他乡生存空间的考虑，哈国的维吾尔族领导人

采取了讨好哈国政府，维护哈国主权的立场（OKA 2007）。 

其他东欧和后苏联国家的例子也说明民族认同感并非是个很强的粘合剂，也不是个在实际中

容易操作的东西。许多国家的跨界民族政策被迫让步于外交，因为治外法权引起与邻国的纠纷。

一些国家为跨界同胞提供公民身份的同时，也担心这一政策会激起本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认同其祖

籍国，因而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有收敛。一些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其公民一旦有了跨界国籍便失

去在本地的身份和福利，反而恶化了生存坏境。一些国家为境外同胞提供福利和权利，但又规定

必须在祖籍国境内申请和享用，因而那些权益形同虚设。许多祖籍国的国民在理念上同情境外同

胞，但面对大批移民涌入境内抢用福利时，则改变了态度（ King and Melvin; Waterbury 2009；

Pogonyi et al. 2010；OKA 2007；Casergo 2005）。 

跨界同胞的越境投票权还带来了另类的“治外法权”问题。不常居住在祖籍国却持有双重国

籍的境外同胞，却有权利影响另一国家的选举结果和国内外政策。这对境内选民来说很不公平。

毕竟他们常驻境内，选举结果和新政府的政策与他们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侨胞的越境选举权

却削弱了他们选举权的份量（Pogonyi et al, 2010: 13-16）。 

最后还有两个颇为棘手的实际问题。一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遇到如何定义“谁是同胞”的困

难。由于长期的杂居、各族相互通婚、相互同化、使用当地通用语，这些事实使族际界限模糊，

族群认同感淡漠。二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现其容纳和援助侨胞的能力其实远不如民族主义口号

那么来得容易。因此，在通过治外法权以赢得境外同胞的民族认同感这个问题上，最终的现实使

亲属国的理想破灭，而东道国的担心则显得多余。 

 

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中国作为众多边境少数族群的东道国，并无必要对分裂主义过分敏感。如本文综述的

西方文献所指出，一个有相当实力及主流民族人口规模的国家，本身对分裂主义就有威慑作用。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坚实的国内资源和丰富的外交资源去抑制分裂主义。在一般情况下，跨界

族群的亲属国不可能支持侨胞在中国境内闹分裂。相反，他们更可能为了与中国的关系而抑制跨

界同胞的统一梦想。亲属国在中国境内的投资和其他经贸活动并不能促成分裂主义，也不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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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的分裂状态。正如港台的投资不可能把深圳福建变成其管辖的一部分，南韩的投资也不能

把延边演变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毕竟当地的多数族群为主流民族，当地的行政管理，法律条令及

政府官员都受限于中国的制度框架。 

    同时，中国应该理解并化解某些跨界族群的亲属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戒心。比如中国应努力

让蒙古国放心，中国并无收复其领土的企图。换位思考，中国应该理解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祖籍

国，一个当今庞大的跨界邻国，一个来势汹汹的投资国，为什么会对蒙古国造成不安全感？正如

中国对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任何举动，都有一种真切由衷的不安全感。甚至对南韩少数民族主义分

子的极端言论，中国也都十分敏感。 

    第三，中国没有必要戒备和介意跨界民族的多元认同。由于边境地区的地理及历史原因，跨

境族群的认同感往往建立在跨境双边广泛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网这一层面，而并非首先在国家这一

层面。即便在族群关系极端政治化的后社会主义各国，我们也从本文的综述里看到跨界族群的认

同感不十分宣明。相反，非政治因素对他们个人层面的选择往往更有影响。众多的研究显示，特

定的地缘和社会环境都决定了边境区域的跨界族群通常是双语双文化及多元认同（e.g., Bunrsink 

2001; Flynn 1997; David 2003; Bala 2001; Chew 2004）。因此没有必要把他们界定于固定的定义里，

甚至去防备和害怕它。 

    跨界族群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恰恰在于他们的双语双文化，他们的跨界社会关系网。这是跨

界区域的特有优势和社会资本，有利于交流，互信与合作。珠江三角洲和渤海湾区域飞速的经济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两地区特有的跨界族群社会资本（Chen 2001）。大量台资在大陆的发

展也说明，即便有政治和领土纠纷也没有必要影响经济上的交流合作与和平共荣。语言文化上的

互通，跨界的乡情，都可助以弥补政治上的隔阂。加上跨界双方的地域和经济条件的相互互补，

则更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成功例子如香港与深圳，台湾与福建，澳门与珠海。 

    最后，本文对跨界族群与东道国及亲属国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还揭示了一个中国尤其应该注

意的问题。对那些没有祖籍国而又有一定人口规模和独特文化的少数族群（最突出的是维吾尔和

藏这两个族群），如何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自主感？由于没有亲属国，此类族群的精英不免会对

本族群的文化传承、语言保护和发展前景抱有特殊的使命感。如果他们的权益在这方面受到损害

或限制，他们的归属感也会受到影响。而保障他们归属感的最佳途径则是增强他们的自主感，比

如更大程度地参与有关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决策过程，对本民族区域内的资源有更大的决策和支

配权，而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国家和外省设置好的援助及发展方式。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远比

跨界族群本身更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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